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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

乡村振兴中的城乡空间重组与治理重构

陈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中国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当前，中国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人口布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动，实现

乡村振兴必须顺应人口布局变动，推进城乡空间重组与治理重构。 科学适度的空间布局调整有利于

优化城乡发展格局，不少地方已经开展了积极探索，代表性的有山东“合村并居” 、江苏“相对集中居

住”和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等典型模式。 当前，这几种典型模式在规划布局、规模区位、治理重构等方

面都凸显出不少操作难题。 应对这些问题，要超越村庄调整合并这种局部思维，将城乡空间重组置

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中心地－分散地、崛起地带－衰退地带的相对性结构中去把握。 具体措施上，

首先要科学确定中心地体系，进而在土地制度、乡村治理、政经分开等方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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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合理的城乡空间布局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的重要基

础。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 》 ，将统筹城乡发展空间、优
化乡村发展布局作为规划的首要任务并作出部署。 中国较早形成了稳定的小农村社形态，近些

年又迎来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大潮，几十年里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发展道路。 小农

国基和时空压缩两重因素的叠加，导致我国城乡空间布局与全局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突出：一
是村庄规模小、人口居住分散，不利于乡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二是大量空心村的土地处于废

弃、撂荒和低效利用状态，存在大量的资源浪费；三是专业农户的生产需求和一般村民的居住需

求都没有得到很好满足，功能分化没有跟上现实变化；四是为了改善农民生活，大量财政资金投

向了分散的居民点，资金利用效率不高。 目前，全国有 ３００ 多万个乡村居民点，资源毕竟有限，
要让这 ３００ 多万个乡村居民点都实现振兴是不现实的。

近年来，各地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围绕城乡空间布局调整问题开展了积极探索，取得了

一定成效和经验，但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一是对空间布局演化规律认识不足，村庄调整合并

的规模和节奏不符合科学规律；二是缺少系统性谋划，在实施空间布局调整时产权结构、治理结

构的调整没能同步跟上，带来了空间与治理的错置；三是个别地区在工作中粗枝大叶、大拆大

建，从而引发了新的矛盾和冲突。 上述几个方面问题叠加，使城乡空间布局调整陷入进退维谷

的境地。 不动，乡村空间散乱、城乡功能交叠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动，又担心带来治理弱化、社会

冲突等问题，决策层和执行层都难下决心。 对此，本文拟对城乡空间布局调整所涉的重大理论

和现实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乡村振兴中城乡空间重组与治理重构的系统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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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乡空间布局调整的典型模式

从全局看，当前城乡空间布局调整工作主要有 ３ 种模式：一是东部平原地区在村庄类型划

分基础上开展的大规模调整合并工作，较为典型的如山东的“合村并居” ；二是东部发达省份在

保持村庄布局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开展的小幅调整集聚，较为典型的如江苏“相对集中居住” ；三
是中西部地区在脱贫攻坚框架下开展的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搬迁等，也在客观上发挥了空

间布局调整的功能。 针对上述 ３ 种模式，本文对其实施过程进行介绍，并对其操作方式和效果

进行扼要评论。
（一）山东“合村并居”
山东是最早开展村庄调整合并的省份之一，这与其乡村人口布局和空间布局基础有很大关

系。 山东目前有行政村 ６．９５ 万个，数量居全国第一；村平均人口 ５３０ 人，在全国居倒数第二①。
长期以来，高度分散的村庄和人口布局制约了山东乡村发展，全省上下优化城乡空间布局的愿

望和动力一直比较强。 ２００６ 年的新农村建设规划中提出引导强村、强企兼并联合小村、弱村，
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进村庄整合和人口集聚，建设新型农村社区。 在 ２０１４ 年的规划中，山东省计

划到 ２０３０ 年形成 ７０００ 个左右的新型农村社区，保留改造各类村庄 ３００００ 个（表 １） 。 ２０１９ 年，
全省村庄分类中明确的搬迁撤并类村庄 ２．１ 万个，数量与 ２０１４ 年规划基本保持一致②。

表 １　 山东省城乡空间布局调整规划

新的居民点类型 数量 村庄变动情况 人口预测

新型农村社区
城镇聚合型 ３０００ 个 １．４ 万个左右村庄纳入城市和小城镇统筹布局 约 １４００ 万人

村庄聚集型 ４０００ 个 ２．１ 万个村庄撤并组建新型农村社区 约 １８００ 万人

村庄
中心村 ５０００ 个

普通村 ２５０００ 个
改造提升后保留约 ３ 万个村庄 约 ２３００ 万人

　 　 资料来源：《山东省农村新型社区和新农村发展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３０ 年） 》 。

山东城乡空间布局调整工作已经持续开展了近 ２０ 年，建成新型农村社区 ６０００ 多个，总体

进度上半岛地区快于内陆地区，鲁西北快于鲁西南和鲁南地区。 通过调整，城乡空间布局显著

优化，村民居住条件逐步改善，村庄组织建设得到加强，乡村公共服务实现了有效的延伸覆盖。
当然，地方政府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急躁冒进的做法，比如补偿标准过低、先拆后建、对群众

意愿尊重不够等问题，这些都必须得到彻底纠正并引以为戒。 但要注意，这些都是工作方式和

利益平衡问题，不能因此而影响对城乡空间布局调整必要性的判断。
（二）江苏“相对集中居住”
江苏也是全国开展城乡空间布局调整工作起步最早的地区之一。 ２００６ 年，江苏启动了全省

镇村布局规划工作，计划利用 ２０ ～ ２５ 年的时间，将全省约 ２５ 万个自然村逐步优化调整为 ４ 万

个“规划居住点” 。 这一规划已经实施了 １５ 年，目前江苏共有行政村 １．７ 万个，自然村 １７．６ 万

个，规划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根据 ２０１８ 年的调查，江苏共有“空心村” ２２５ 个，占全省行政村

总数的 １．３％，这个比例在全国是最低的。 其中苏北有“空心村”１５３ 个，苏中 ７２ 个，苏南没有③。
总体看，江苏村庄布局的集中度比较高、“空心村”占比较小，与山东以及内陆省份相比，城乡空

间布局调整的压力要小得多。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苏南地区就着力开展小城镇建设，逐步形成了布局合理的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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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介绍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有关情况》 ，山东省人民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ｇｏｖ． ｃｎ ／ ｖｉｐｃｈａｔ１ ／ ／ ／ ｈｏｍｅ ／ ｓｉｔｅ ／ ８２ ／
８８２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ｈｔｍｌ。

通过赴山东省有关部门实地调研获得。
《江苏省委农工办关于“空心村”调查的情况报告》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城镇格局，现有的村庄在公共服务、生活功能、人居环境等方面基本达到了生态宜居的要求。 总

体看，苏南地区城乡一体化已经基本实现，城乡人口布局实现了相对均衡，未来城乡关系演化将

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宜再采取大规模的人为干预措施。 目前，江苏城乡空间布局调整的重

心主要在苏中和苏北地区，尤其是苏北地区面临压力较大。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苏北的淮安等地开展了乡镇布局优化和农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

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 淮安市洪泽区水域面积占 ５６％，人口只有 ３８ 万人，城镇人气

不旺一直是制约该区发展的一大瓶颈。 洪泽区计划到 ２０２２ 年在全区建设相对集中居住点 ３０
个，其中城镇周边布局 ２０ 个，优先引导搬迁农户靠近城镇居住；农村地区布局 １０ 个，基本实现

有条件的农民全部集中居住。 通过这一计划，将有序引导约 ２ 万农户 ７ 万农民实现相对集中居

住①。 目前，农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已经在苏北地区全面推广，这将为江苏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奠

定坚实基础。
（三）陕西易地扶贫搬迁

近年来，按照中央脱贫攻坚工作要求，中西部省份在深度贫困地区开展移民搬迁工作，这应

该被视作城乡空间布局调整的一部分。 本文以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为例，对这一政策进行

评述。
铜川市耀州区地处关中平原北部、渭北高原南缘，原为耀县，在这里诞生了西北第一个山区

根据地———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 耀州区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区） ，脱贫攻坚启动

时全区共有贫困村 ５８ 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７１７９ 户 ２１８７７ 人，贫困发生率 １２．３％。 ２０１１ 年，
耀州区制定了《铜川市耀州区统筹城乡发展总体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 ，对域内城乡空间布局作

出安排。 按照该规划，已经进入城市规划区范围的村庄整体撤并归入城镇，１００ 人以下的自然

村将逐步搬迁撤并，对于人口规模略大的偏远村庄密切观察，远期有条件时予以撤并（表 ２） 。
２０１６ 年，耀州区制定了易地扶贫搬迁专门规划，对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村庄，在尊重群众

意愿的情况下执行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其他搬迁户参照执行避灾生态移民搬迁政策进行

整体搬迁。
表 ２　 铜川市耀州区城乡空间布局调整规划

居民点等级 数量 功能定位 人口规模

区域中心 １ 耀州中心城区和铜川新区、关中北部区域中心城市、铜川市域中心城区 ２０ 万 ～ ３０ 万人

重点镇区 ９ 各类旅游名镇、新型工业化城镇、现代农业专业镇 ＞１ 万人

中心社区 ４０ 集聚区的管理中心、服务中心、居委会所在地，生产生活功能完善的居住社区 ＞２０００ 人

旅游特色村 １３ 有特色农业或旅游资源的村庄 ＞５００ 人

生态示范村 ３５ 暂时予以保留更新村庄 ５００ 人左右

　 　 资料来源：《铜川市耀州区统筹城乡发展总体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 。

照金革命根据地所在的照金镇山大沟深、基础设施欠账多，贫困发生率高出区平均水平 ７
个百分点，全区 ７ 个深度贫困村有 ６ 个在照金。 按照规划，耀州区对照金革命老区 ６５６１ 户

２２６４９ 名群众进行了移民搬迁②。 在空间布局调整过程中，针对照金镇居民分散、镇区规模小、
主导产业乏力的状况，耀州区在人口布局、产业布局、资金投入等方面向镇区倾斜，短短几年里

就将一个贫困落后的山区小镇打造成为现代化的红色旅游名镇。
总体看，耀州区充分利用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并结合前期规划适度扩大了城乡空间布局

调整范围，实现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 如果各地都能充分用好易地扶贫搬迁政

策，不但能够有效解决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而且能够奠定乡村振兴重要的空间基础。 当

然，受制于自然空间、发展水平和人口布局等基础条件的约束，中西部地区的城乡空间布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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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泽区农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开展情况汇报》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照金革命老区开发建设总体规划》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不可能与东部地区放到同一水平上进行衡量比较。 未来乡村振兴中的空间布局调整，也必须针

对不同的基础条件制定差异化的推进方案。

三、城乡空间布局调整的若干操作难题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 》对统筹城乡发展空间、分类推进乡村发展作出了重

要部署，各地也制定了相应的规划或方案。 但由于客观条件或者认识水平的制约，各地在操作

过程中面临许多难以有效平衡和破解的难题，可能会影响政策的执行。 下面，结合上述典型案

例，对这些操作难题进行讨论。
（一）规划布局问题

１．哪些村庄有必要开展空间布局调整

这是各地操作中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一个普遍难题。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要对村庄类型作

出合理划分。 当前中国村庄可以分为 ３ 类：一是城中村、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二是典型农区村

庄；三是生态功能区村庄。 据估算，第一类和第三类各占 １５％，第二类村庄要占到 ７０％左右 ［１］ 。
针对不同类型的村庄宜采取差别化的政策措施。

第一，生态功能区村庄亟须开展空间布局调整。 因为历史原因，有很多村庄处于深山区、林
区、草原和河流湖泊最高洪水位控制线范围内，这是农业社会中人地矛盾突出和资源争夺的结

果。 人类整体生存能力比较低的时代没有办法，现在应该有所改变。 现代社会条件下，原本占

据的保护地范围的土地，应该尽快腾退，还给自然。
第二，占中国乡村绝大多数的典型农区村庄需要进一步细分。 一是空心村和小规模村庄，

这部分村庄毫无疑问也属于优先调整的对象，宜通过撤并重组引导人口向城镇集聚。 二是规模

适中、布局集中的村庄，宜强化与周边城镇（村庄）的交通和经济联系，探索通过组建镇村联合

体、村村联合体的方式进一步集聚提升。 三是布局分散的村庄，宜借鉴“自治下沉”的改革经

验，将村民自治下沉到自然村（居民点）一级，增强小共同体的自治能力。
第三，城中村、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需要开展治理体制调整。 这些村庄已经不是传统村庄

那样稳定的、结构化的共同体，而是带有城市色彩的“中间”形态的聚落空间。 村庄的城市性在

增强，乡村性在淡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个时候，仍然沿用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无论设

计多么“现代化” ，都不符合治理需要。 这类村庄，当前可能不需要对其空间布局进行过多人为

干预，但需要变乡村治理体制为城市治理体制，使治理体制与空间形态、产业形态相适配。
２．城乡空间布局调整的速度和节奏如何把握

这与对城镇化水平以及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的判断有很大关系。 当前的统计数据中，城镇化

水平存在低估，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存在高估 ［１］ 。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城乡空间布局规划往往滞后

于人口布局的实际变动。 上述山东新农村建设规划即是一例。 按照这一规划，２０３０ 年农村人

口预计为 ４４００ 万人，但实际上 ２０１９ 年山东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６２％，农村常住人口已经不足

３９００ 万人。 也就是说，规划中的社区和村庄建设已经跟不上实际需要。 考虑到统计上的偏差

短期内很难得到纠正，未来城乡空间布局调整宜坚持“超前规划、稳慎推进”的原则，规划编制中

适度超前，为未来发展留下空间，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坚持成熟一个推进一个，不搞“一刀切”。
（二）规模区位问题

城市的本质是人口集聚引发经济集聚，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即在于人口规模和密度。 人口分

散、规模过小是制约村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关键短板。 空间布局调整，最主要的着眼

点即在于将分散的、空心化的和小规模村庄的人口通过多种形式集聚起来，实现规模效应。
那么，作为一个独立的居民点究竟多大规模才合适？ 这一问题，可以依据相关理论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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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约束条件进行估计。 国际上，关于一个独立居民点适当规模的研究主要来自住区单元理论。
英国大伦敦规划中一个住区单元通常为 ５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人，美国一个住区单元通常为 ５０００ ～
１５０００ 人，日本札幌规划中将 ８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人划分为一个住区单元 ［２］１９１－１９６。 不同国家住区单元

的近似规模并非偶然，这与教育、商业等公共服务设施的约束有很大关系。 住区单元理论中，通
常依据一所小学的辐射范围来确定住区邻里的适度规模 ［２］１９。 据笔者调查，一所小学要办好，每
个年级至少要有 ２ 个班（４ ～ ６ 个班为最佳） ，一个班 ３０ 人左右，每个年级就要有至少 ６０ 名左右

的学生。 如果按照平均 １２‰的人口出生率进行估算，每个住区单元至少要有 ５０００ 人左右的规

模才能支撑一所合格的小学。 这已经是一个独立居民点规模的底线。 而从公共设施和商业设

施效率的角度讲，一般要 ４０００ 个家庭（约 １５０００ 人）规模的住区单元，才能够相应配套中学、零
售市场、近邻公园、垃圾处理厂等设施 ［２］２００。 长期看，一个居民点如果低于这个规模，商业设施

会因难以盈利而关闭，公共设施则会因高预算支撑难以实现广泛覆盖。 当然，不同国家和地区

需要根据不同的地域条件、开发条件确定不同的标准，但总体看 ５０００ ～ １５０００ 人这个规模对于

独立居民点来说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
按这个标准来衡量，各地城乡空间布局调整后的居民点规模仍旧偏小。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山东

省 ９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做好村庄规划有关工作的意见》 ，其中要求原则上按照半径 ２ 公

里、３０００ ～ ８０００ 人的规模，构建城乡生活服务圈。 调查显示，大部分合并后社区实际规模不足

５０００ 人。 江苏淮安市洪泽区的相对集中居住中，７ 万农户划分到 ３０ 个社区，平均每个社区只有

２０００ 多人，除了 ２０ 个城镇周边社区，１０ 个农村社区的人口规模显然是偏低的。 陕西省铜川市

耀州区只有重点镇区规划人口能够超过 １ 万人，尚有数十个村庄人口在千人以下，长期来看，发
展堪忧。

一个居民点如果规模达不到上述最低标准，就需要依靠周围的城镇或大型居民点提供经济

补充。 这时居民点选址更应该靠近城市或者优先保障道路与城市的连通性。 然而，调查发现，
许多新建社区为了照顾部分农民的耕作需求，在选址上距离城镇较远，几乎是“平地造新城” 。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一方面，这些社区难以直接共享城镇公共服务，必须重新建立公共服务体

系，推高了建设和运营成本；另一方面，部分社区带有过渡性质，才建成没几年又出现了新的“空

置化” “空心化”现象。 现实中，如果社区的规模区位不合理，人们会“用脚投票”作出选择。 江

苏省建湖县在拆迁村庄附近修建了 １００ 多座双拼别墅，以优惠价格出售给拆迁户，但半年只卖

出七八套，多数拆迁户不愿购买。 原因是，这些房子离城市太远，虽然房子不错，但是生活不便，
农民宁可多花几万元去附近镇上买楼房。

（三）社会治理问题

从各地实践看，城乡空间布局调整可能引发以下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在后续工作中予以

改进。
１．工作组织问题。 部分地区在具体工作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个别地区为尽快获得土地指

标，人为定进度、定时限，搞行政“一刀切” 。 二是部分项目补偿标准偏低，原有住房面积较小的

农户存在“负债上楼”的情况。 三是部分地区存在先拆后建、边拆边建的情况，虽然发放了拆迁

过渡费，但有的农户为节省费用租住集装箱、简易板房，生活品质得不到保障。 除上述问题之

外，这一工作还暴露出一些体制机制弊端。 一些官员反复强调必须 ９５％以上的村民同意才能拆

迁，这个标准看似严格，却未必符合实际。 解决这类问题，需要对自上而下的行政导入机制作出

系统反思，探索形成上下结合的市场化运作机制。
２．治理体制问题。 部分地区将主要精力放在居民点空间布局调整上，组织建设没有及时跟

上，治理体制显著滞后于空间调整。 由此带来了以下问题：一是合并后社区已经建立了新的组

织机构，但原来各个村庄的党组织和自治组织仍在运行，社区管理出现交叉；二是新的社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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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迟迟未能建立，依靠原有村庄组织开展工作，社区管理出现断层；三是新建社区中来自不同

村庄的居民之间在社区认同和生活习性方面不一致，居民之间“明和暗不和” ，滋生了新的宗派

力量，社区管理潜藏冲突风险。
３．产权管理问题。 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合并前的各个村庄通常或多或少有一些资产

和债务，这给新的社区管理带来不少困难。 空间布局调整后，原有的宅基地一般已经置换为新

建社区的土地使用权，产权比较清楚。 问题主要出在承包地和集体资产方面。 由于承包地和集

体资产都是按原村庄的人口进行分配的，不同村庄之间显然存在差别，有时差别可能还很大。
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产权归并，势必带来大量的矛盾冲突。 据调查，大部分新建社区都采取

“合村不并账”的运作方式，而为了管理土地和资产，就必须保留原有的村庄管理机构，这也是

上述治理体制问题的根源之一。

四、城乡空间布局调整所涉学理问题的讨论

操作性难题来自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问题的破解则需要基于更宏观的理论认识，避免陷

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窠臼。 应对这些问题，需要超越村庄调整合并这种局部思维，将城

乡空间布局变动置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中心地－分散地、崛起地带－衰退地带的相对性结构

中去把握。
（一）基础认识：城乡空间布局调整的深层依据

城乡空间布局调整，本质上是农业社会空间形态向工业社会空间形态的转型。 农业社会空

间形态的基本单元是村庄，工业社会空间形态的基本单元是城镇。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仍然

会有村庄，但这种村庄形态是从属于城镇化总体格局的，与农业社会的村庄有着本质的不同。
传统社会中农业生产方式、户均土地数量、余粮率等因素大致可决定乡村的空间形态和治

理形态。 在农业社会中，村庄是由“典型的农业和其他方面对土地使用而形成的” ，村庄的规模

与特定农业技术和农业组织形式下人们赖以生存所需要的土地面积正相关 ［３］５。 村庄规模大小

不一，同时受到土地约束、作物约束、技术约束等因素的影响。 正如人文地理学大师德芒戎所

言，“所有的农业社团，都有一个把它们拴在土地上的那些纽带所决定的结构：起因于防卫的需

要，尤其是因共同劳动需要而在村庄中的聚居；根据作物从一块地到另一块地的轮茬而建立的

极有规律地使用耕地的组织；土地界限的永久性；某些地区的灌溉设施———它们的位置支配着

耕地的地域分布” ［４］１１。 而在工业社会中，村庄的规模布局实际上是不同产业交互作用的结果，
农业的影响所占份额已经很小。

农业社会中，表明乡村聚落存在的房屋总是与生产场所相伴 ［３］１０，但在工业社会中这并不必

然。 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农业产业革命也将带来乡村居住形态革命。 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圈地运

动导致小块农田合并为大块田地，农村经济更大程度朝着独立经营发展，使农庄———而不再是

村庄———成为基本的农业单元 ［４］１４１。 如今在中国，真正的务农者，如果从事大规模的粮食种植

可能形成独居的个体农户，如果从事经济作物或者设施农业可能形成几户人家的散村，而更多

的乡村居民已经与农业关系不大，农业生产和人口聚落在功能上日益深刻地分离了。 这一背景

下，依据人口布局、农民形态来重新构建乡村空间布局、居住形态就具备了相应的基础条件。
目前，关于乡村人口分散的事实及其弊端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但对于解决方式却莫衷一是。

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让村庄自然演化，而不宜采取行政推动措施。 自然演化不是不可以，我们

今天面对的乡村布局就是工业化、城镇化带动下自然演化的结果。 但一些空心村、小规模村庄

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演化速度会大大变慢，还有一些深山区村庄演化了几百年变化其实也不大，
对这些村庄就有必要在把握其演化趋势的基础上采取一定的政策干预措施。 比如，山东省将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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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滩区、鲁西北盐碱涝洼区、鲁西南采煤塌陷区等特殊区域的村庄列入优先迁建范围①，主要就

是基于这一考虑。 而对一些城中村、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以及苏南－浙北、厦门－漳州、汕头－
汕尾等连片城镇化地区，可以通过进一步放宽规划和土地政策，引导其自然演化。 把握好干预

与松绑之间的平衡，恰恰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现。
（二）基础规则：中心地原理及其应用

当前乡村规划中，村庄分类的一个基础规则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即不同等级居民点之间的

功能关联及演化趋势。 实际上，经济地理学已经就此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但这些研究成果未

能在乡村规划领域得到充分应用。 相关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克里斯塔勒创立的中心地理

论，这一理论阐明了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居民点之间的相对性关系，并确证了关于城乡空间布局

演化的若干经济规律②。 其要点主要包括 ３ 个方面：
１．人口布局。 人口布局包含人口分布、人口密度以及人口结构的静态特征与动态变化。 一

定区域内，在人口总量既定的情况下，人口呈现中心分布比人口呈现均匀分布商品的消费量更

大。 同时，在一定区间里，中心地人口密度增加，有利于劳动专业化和资本利用水平提升，中心

商品消费也会得到增加。 还有一个更为一般的事实是，收入水平、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口将会带

来更高的中心商品消费 ［３］４０－５０。
２．聚落形态。 假设存在两个同样大小、同等人口数量的区域，其中一个区域只有分散的专

业农庄，另一个区域则有一些较大的村庄。 由于交通和需求的约束，前一区域将很难支撑较低

级中心地（村庄）的发展，而是直接依靠较高级中心地（城镇）提供商品。 长期看，前一区域的村

庄会逐步走向衰落，如果专业农户能够有足够高的收入，这一区域的城镇化进程会远快于

后者 ［３］４６－４７。
３．交互作用。 一个区域内中心地布局，受市场因素、交通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的交互影响。

集中生产和供应商品与非集中生产和供应商品的划分，产生了中心地和分散地的差别，并使服

务于有效交换的交通成为必须。 市场因素的作用是平面的，而交通因素的作用是线性的，在这

两个因素之外，社会政治因素（如行政区划）叠加上去，会对中心地布局产生进一步修正 ［３］９９－１１３。
上述经济原理需要结合人口聚落的实际情况进行应用。 比如，在各地的空间调整中，通常

都是着眼于增加城镇及新型农村社区的人口规模和密度，这一点是符合中心地人口布局原则

的。 同时，在空间布局调整时还必须考虑居民点的聚落形态和特征。 如果除区域性中心地外居

民点极度分散，那么可以只加强中心地发展；如果除了中心地还存在若干辅助中心地（村庄） ，
且短时间内不会消失，那么要同时考虑两类居民点的发展。 从动态角度看，一定区域内人口增

减和布局变化也会对不同等级中心地带来不同的影响。 如果一个区域内只有若干小城镇而无

较大城镇，即便将新增人口全部增加到某个小城镇，由于其中心功能短时间内难以提升，通常会

将部分需求导流到周边城镇，从而带动辅助中心地的发展。 如果一个区域内有一个较大城镇和

若干村庄，当新增人口全部增加到这个较大城镇时，中心商品需求将同时转移到这里，这个中心

地的重要性会得到加强，周边村庄会趋于消失 ［３］１１８－１２０。 山东黄河滩区移民和铜川市耀州区照金

镇的崛起即分别印证了这两个规律。 在典型农区，如果专业农户能有较好的收入条件，小型专

业农庄的普遍发展可能会将较低等级的中心地（村庄）挤出，但对较高等级中心地的发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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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山东 省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规 划 （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 ） 》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ｇｏｖ． ｃｎ ／ ｓｄｘｘｇｋ ／ ｐｕｂｌｉ ／
ｍｅｓｓａｇｅ ／ ｄｅｔａｉｌ． ｄ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 ｍｌ＿０１０２－０３－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０１。

中心地体系是建立在以下事实基础上的，即存在多种中心商品，而每一种中心商品都有特定的供求范围。 由于中心

商品供求范围的不同，会产生具有不同重要性和中心性的居民点，也就是不同等级的中心地。 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的问题

是他构建的中心地体系图式过于追求数学上的严密性，在高度复杂性社会条件下的分析效果尚不确定。 不过，在城乡空间布

局问题上中心地理论仍然可用，因为我们并不是照搬这一理论图式，而只是借助这一理论来分析空间布局调整的经济合理性

和政策可行性。



更为有利 ［３］４７。 这一点在苏北地区体现得较为明显。
总体看来，合理的中心地体系实际是一个区域中人口和空间布局的函数。 这意味着，编制

乡村振兴规划，仅仅通过村庄现状调查来完成村庄类型划分是远远不够的，而需要综合运用经

济地理学方法开展更为全面的调查。 这至少包括以下方面：（１）人口布局，包括人口规模、人口

密度、变动趋势；（２）聚落形态，不同规模居民点的数量、分布及相互联系；（３）交通流线，连接不

同居民点的交通路线、通勤区域、交通流量等；（ ４）经济状况，区域内产业布局、就业领域、经济

联系等。 在此基础上再开展村庄类型划分和空间优化调整，乡村振兴便有了更为可靠的空间布

局基础。
（三）基础规制：规划在市场理性的经济体系中运作

如果在一个纯粹的自由市场条件下，经济力量会决定一个地区的繁荣与衰落，废弃的农场、
村庄和矿业城镇证明了这一点。 但在现代社会，纯粹经济力量的支配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灾难

性的，因此人们需要通过规划等手段进行干预。 广义上讲，乡村规划的本质目标是实现农村发

展，包括持续的经济增长，改善生活条件，使农村地区成为有吸引力的居住地并对国民经济做出

贡献，等等 ［５］ 。 然而，一旦采取规划手段进行干预，其行为尺度则难以把握。 如果规划完全替代

了市场，经济力量失去了作用空间，则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几乎每个国家的规划都曾经在替代市场的路上越走越远，这一点，乡村甚于城市。 英国是

最早将城市规划扩展到城乡规划的国家。 二战后，英国一度采取了土地开发权的强干预措施，
规制成本高昂，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终于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实现了市场价值的回归。 经过这

一过程，规划成为市场的 “仆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当市场运作时，规划才开始发挥作

用 ［６］３０。 经过反复的试错，主要发达国家已经树立起以市场作为城乡规划基础规制手段的理念。
在大尺度上，市场作用的结果表现为崛起地带－衰退地带相对性关系的变动。 面对乡村衰

退问题，发达国家最初的措施主要是鼓励移民、加强培训以及帮助失业者建立小型农场。 英国

著名的《巴罗报告》将之看作更为广泛的工业区位问题的一部分，提出应当研究工业区位以便

预测未来哪里可能产生衰退，并在衰退真正发生之前，促进工业、公共设施的发展 ［６］２０－２２。 然而，
实践证明这只是一种空想。 某个地区的崛起与衰退是一个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果，通常来说很难

在短期内改变，也很难通过规划手段进行扭转。 规划的意义在于，把握和引领发展的长期趋势，
顺应人口布局、优化空间布局、重建社区活力，实现区域的良性发展。 同为美国“锈带”上的衰

落型城市，底特律尝试实现“再增长” ，最终因为人口流失、入不敷出宣布破产；而扬斯敦努力实

现“精明收缩” ，通过工商业收缩和生态建设、社会建设的加强换来城市活力的再现 ［７］ 。 如果不

考虑崛起－衰退的长期趋势，非要人为加以改变，往往会走向失败。 就像前些年投入大量资源打

造的所谓“国际第一慢城”———南京高淳，如今已经“慢成一座空城” 。
市场经济越是发达，规划决策者越是应该懂得敬畏。 在传统空间布局中，中心商品的类型

和价格是决定中心地大小、布局和范围的基础性因素。 其中，公共服务设施依靠政府提供；商业

活动依靠市场导流；规划布局既要考虑服务供给效率，又要考虑商业盈利空间。 而互联网和电

商的兴起，改变了中心商品的定义和范围，原来的一些中心商品可以依靠电商实现分散供给，公
共服务的内容和供给方式也日趋多元。 这意味着空间布局约束条件的高度复杂化。 这种情况

下，通过技术经济手段判断市场的范围和尺度，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如何让城乡规划在市场

理性的经济体系中良性运作，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必修课。
规划的市场化运作本质上是土地产权配置的市场化。 现代产权理论中，通常把规划权看作

是对土地产权的一种分割，其本质上是公权对私权的一种管制 ［８］ 。 这意味着，规划权行使的一

个前提是成熟的土地产权市场体系。 如果土地产权配置本身就是缺乏市场理性的，那么根本就

谈不上规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对中国而言，实现规划的市场化运作首先要实现土地产权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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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化配置，这意味着必须同步开展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规划管理体制改革。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乡人口布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动，顺应人口布局变动推进城乡空

间重组与治理重构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当前，各地实践中出现了山东“合村并

居” 、江苏“相对集中居住”和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等典型模式。 研究发现，这几种模式在规划布

局、规模区位、治理重构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操作难题。 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空间布局调整，本
质上是农业社会空间形态向工业社会空间形态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居民点规模和结构的变动

遵循特定的经济规律，城乡空间布局规划一定要在市场理性的经济体系中运作。 从根本上解决

上述操作难题，要超越村庄调整合并的局部思维，将城乡空间布局调整置于农业社会－工业社

会、中心地－分散地、崛起地带－衰退地带的相对性结构中去把握。 现代化过程中，基层建制单

位的合并是一个普遍趋势，这既是农业生产技术边界变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

化的实际需要。 一个总的出发点是，未来政策框架还是要立足乡村振兴的需要，稳步优化城乡

空间布局，不能因为局部问题或者操作难题就放弃调整。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具体政策建议：
第一，科学确定中心地体系。 从全局看，县城以上的城市大多可以作为主要中心地，周边人

口可以向这些城市集聚；人口规模稳定、经济活力良好的镇区可以作为辅助中心地。 典型农区

和生态功能区的空心村、小规模村庄是比较明确的分散地；从长期趋势看，大部分距离中心地半

小时车程以上的村庄都会逐步收缩，未来也会成为分散地。 比较特殊的情况有以下 ３ 类：一是

经济强镇。 全国有 ２００ 多个人口在 １０ 万以上的特大镇，其中很大一部分可以作为主要中心地

而非辅助中心地。 二是连片城镇化地带。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连片城镇化地带内部已经形

成一个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格局，这类地区内部不宜再区分中心地和分散地，而是应该将其

整体视作一个区域或次区域的高等级中心地进行打造。 三是东北、西北地区。 东北、西北地区

很大一部分县城都在衰落，只有地级以上城市可以作为主要中心地。 对这些地区而言，除守住

战略要津，一般性小城镇都不宜再进行大规模投资开发，只需保民生底线。
第二，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 不解决宅基地制度问题，城乡空间调整难以推进，勉强推进也

会有一系列遗留问题。 因此，应该把宅基地制度改革作为城乡空间布局优化的一项重要的配套

改革事项。 宅基地改革的根本出路是进入市场，当然这个市场的行为主体和流通范围不同于城

市土地，甚至不同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这项改革的切入点包括：（ １）逐步解决大中城

市的农民自建房（俗称“小产权房” ）问题，这项改革不妨以深圳为试点；（ ２）城中村和城郊村，
重点是探索打通宅基地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具体机制；典型农区村庄，重点则是探索闲置

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的多种模式；（ ３）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周边的土地用途管制，给
小城市发展提供一个土地市场化交易的空间。

第三，落实农村权益“一揽子”退出改革。 如果宅基地制度很难在短期内取得突破，当前深

化改革的一个切口是，落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整体退出权，建立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

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权利的“一揽子”退出计划。 这项内容是有法可依的，无须全国人大额

外授权改革，操作起来相对容易。 ２０２０ 年，国家发改委等 １８ 部门印发的《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

验区改革方案》对这项改革作出了部署，鼓励符合条件的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上述

权利。 但方案中退出权益的承接主体仍然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此前改革试点来看这一

思路因种种原因很难推行。 下一步改革中，可以考虑允许相应权利不退还村集体，探索在符合

条件的农户之间直接流转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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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分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改革。 一是城中村、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逐步设立正式的党

政组织和派出机构，替代原有的村庄自治组织，变乡村治理体制为城市治理体制。 二是构建区

域化党建格局，以组织融合引领空间融合。 对于拟进行合并的村庄，提前打破原有组织架构的

界限壁垒，在组织融合上先行一步，推动事务共商、资源共用、成果共享。 枣庄市中区在这方面

开展了积极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 三是散居的专业农庄和暂时无法搬迁的小规模村庄，归并

到附近城镇统筹管理；离城镇较远的可考虑划分若干片区进行管理，不必为很少数人建立专门

的治理组织。
第五，推广乡村政经分开改革。 面对各地村庄合并工作中“并账”工作存在的突出困难，一

个现成的方案是推广政经分开改革。 具体思路是：产业政策直接瞄准专业农户，社会政策直接

瞄准农村居民，土地产权及集体经济事务交由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村民自治的重点聚焦村庄日

常生活领域的自主管理，逐步实现乡村经济活动和社会治理的专门化、专业化 ［９］ 。 通过这一改

革，将实现乡村“产权－经济”活动与“空间－治理”活动的分离，这样也就成功绕过了村庄合并中

的“并账”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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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ｌａｙｏｕｔ， ｓｃａｌ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ｏ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ｒｇｅｒ， ａｎｄ ｐｕｔ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ｒ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ｉｒｓ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ｌ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ｃ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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